 论20世纪中国艺术批评史的“整体观”与现代性进程
20世纪，是中国社会、历史大变革，中西文化大碰撞、大融合的时期，是一个中华民族风云激荡、命运多舛但不断走向复兴和辉煌的世纪。20世纪的中国艺术批评史，呼应于20世纪中国艺术发展史，是整个中国艺术批评史的延续和有机组成，也是在延续承传的“现代化”中发生新变甚至是剧变的历史，也是二十世纪中国现代性生成的及历程。
20世纪艺术史的发展始终伴生着艺术批评的实践和历史。批评家们有的说，“在西方，20世纪被艺术批评史家誉为真正‘批评的时代’。”
也有的说“理论界流行着这样的见解：20世纪乃‘批评的世纪’”
无论怎样，正如艺术批评史家文丘利（Venturi）断言的，“一切艺术史都是批评史，因为艺术史中对作品的描述、解释与评价无不涉及艺术批评，或者不妨说就是批评的任务。”

20世纪的艺术批评史是20世纪中国艺术史、文化史的一个有机的也是重要的组成，它与艺术创作的历史一道，既是时代、社会的“窗户”，也是作为社会主体的人们——知识分子、艺术家、广大受众的“镜子”，更是历史、时代和现实本身。
一、20世纪中国艺术批评史“整体观”
我们这部20世纪艺术批评史的写作，实际上基于三个“整体观”。

第一个“整体观”，是艺术门类或学科的“整体观”。

艺术是一个包含了美术、音乐、舞蹈、戏剧、戏曲、电影、电视等门类的整体，是一个剔除了文学（当然绝不反对也不可能反对来自文学批评史领域的有益借鉴）的“大艺术”的学科或门类观念。在本书的撰述中，音乐、舞蹈以及戏剧、戏曲分别合在一章来撰写。这些表达媒介、文化品性、内外特性可能很不一样的艺术门类，遵循一种类似于维特根斯坦的“家族相似”的原则而构成一个大的艺术门类
。虽然每一个艺术门类的批评史都毫无疑问有自己的特殊性也有自己的各不一样的发展脉络，但放到二十世纪这样一个整体的时间背景和整体的社会语境中去，我们又能发现他们之间相当多的共同性、相似性。某些线索、主题、矛盾和悖论、讨论争议的话题，会几乎同时或前后相续互现在各个艺术门类（包括文学中），而某些批评家，更是在文学艺术的各个门类以及创作和批评中自如穿插、越界、跨界，所以，一方面，我们是尊重各个艺术门类的独立性分而论之，又时常借用陈寅恪的“以诗证史”研究法而互相启发、互为印证（不限于艺术，还可以包括文学），进而整合起来作宏观的提升和归纳。
应该说，这种艺术门类或学科的“整体观”正是20世纪艺术批评史写作的题中应有之原则。
第二个“整体观”，是艺术批评即艺术研究方法的“整体观”。
法国电影研究学者麦兹在《电影语言》中把一般的电影研究分为三个部分：电影理论、电影史和电影批评。
因而，电影批评也是电影学或电影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是与电影史、电影理论交融在一起的。

美国文学研究学者韦勒克、沃伦在《文学理论》也进行了文学研究中“文学理论”、“文学批评”、“文学史”的体系分类。他们之后指出：“文学理论不包括文学批评或文学史，文学批评中没有文学理论和文学史，或者文学史里欠缺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这些都是难以想象的。显然，文学理论如果不植根于具体文学作品的研究是不可能的。文学的准则、范畴和技巧都不能‘凭空’产生。可是，反过来说，没有一套课题、一系列概念、一些可资参考的论点和一些抽象的概括，文学批评和文学史的编写也是无法进行的。”

鉴于此，艺术批评是涉及艺术史、艺术理论、艺术批评的有机批评整体，但以批评实践和批评论争为主。因此我们的艺术批评史写作，虽然应该以艺术批评实践为研究主体，但也应该兼顾艺术理论和艺术史。在艺术批评史的选择、判断、叙述中，一方面要紧紧结合艺术创作即艺术史的实践来评价批评史，另一方面，又要吸收艺术理论（尤其是艺术理论中的批评理论、批评思想）的成果，既化蛹为批评的标准和规范，又融汇并促进艺术理论的学理性和学科体系性的建设。而归根到底，艺术批评和艺术理论的历史也是艺术史的有机组成。而在一部艺术的当代史中，活生生的，正在进行中和巨变中的艺术批评实践似乎从没有像今天这么重要过。
第三个“整体观”，则是20世纪艺术史“整体观”及相应的20世纪艺术批评史“整体观”。

在文学批评领域，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曾经提出过一个具有某种划时代意义的，影响深远广阔的关于近现代中国文学研究的思想，即“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整体观”
。
他们首先谈到了这一想法的缘起和宗旨，“我们在各自的研究课题中不约而同地，逐渐地形成了这么一个概念，叫做‘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初步的讨论使我们意识到，这并不单是为了把目前存在着的‘近代文学’、‘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这样的研究格局加以打通，也不只是研究领域的扩大，而是要把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作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来把握。”接着，他们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进行了界定和描述：“所谓‘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就是由上个世纪末本世纪初开始的至今仍在继续的一个文学进程，一个中国文学走向并汇入‘世界文学’总体格局的进程，一个在东西文化的大撞击、大交流中从文学方面（与政治、道德等诸多方面一道）形成现代民族意识（包括审美意识）的进程，一个通过语言的艺术来折射并表现古老的中华民族及其灵魂在新旧嬗变的大时代中获得新生并崛起的进程。”
陈思和也认为新文学是一个开放性的整体，因而主张“打破以1949年为界限的人为鸿沟，把本世纪第一个十年为开端的新文学看做一个开放型的整体。从宏观的角度上把握其内在的精神和发展规律，可以使现代文学研究把本体研究与其对以后文学的影响结合起来，将其在时间上的有限性与文学影响的无限性结合起来，以历史的效果来验证文学的价值-----”

这一“整体观”思想的巨大影响力超出了文学界，也影响到美术、戏剧、音乐舞蹈、电影等艺术史领域的诸多写作。如美术史学者吕澎的《20世纪中国艺术史》（实为美术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就是把20史诗级看作一个整体精心的艺术史写作。戏剧学者丁罗男曾经把“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整体观”引入戏剧研究，提出了“二十世纪中国戏剧整体观”。他认为，“戏剧史的情况虽与文学史不尽相同，但他们这种视20世纪中国文学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的思路，无疑是具有启发性的。我们的戏剧史理论也面临着观念和方法更新的问题。我们应当改变长期来局限在话剧一个方面的单一化视角，而代之以话剧、戏曲等多种形态共存互依关系的复合式研究；改变过去那种把戏剧史依附于政治史的庸俗社会学观念，而代之以戏剧自身发展规律的总结和探讨；改变已经习惯了的近代、现代和当代的分期模式，而代之以整体性的历史考察，即把20世纪初以来直至当代新时期的中国戏剧放在更大的时空范围里加以系统分析。这就是20世纪中国戏剧的‘整体观’的视角。”

无疑，这三个“整体观”又是互相联系、互为依存互相促进的。根本而言，这是观念更新、方法革新后自然而然的必然选择。黄子平、钱理群、陈平原在文中阐述了“20世纪中国文学整体观”后，也谈到了文学研究方法的“整体观”：“在这一概念中（指20世纪中国文学——引者注）蕴含的‘整体意识’还意味着打破‘文学理论’、‘文学史’、‘文学批评’三个部类的割裂。如前所述，文学史的新描述还意味着文学理论的更新，也意味着新的评价标准。文学的有机整体性揭示出某种‘共时性’结构，一件艺术品既是‘历史的’，又是‘永恒的’。在我们的概念中渗透了‘历史感’（深度）、‘现实感’（介入）和‘未来感’（预测）’。”他们对20世纪中国文学的整体研究充满了自信、自觉的意识和使命感：“既然我们的这些不仅在于解释世界而且在于改造世界，未来感对于每一门人文学科都是重要的。------文学传统是由文学变革的光芒来照亮的。我们的概念中蕴含了通往21世纪文学的一种信念，一种眼光和一种胸怀。文学史的研究者凭借这样一种使命加入到同时代人的文学发展中来，从而使文学史变为一门实践性的学科。”   

置身于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面对20世纪中国艺术批评史的研究，我们也充满了与之相似的自信自觉意识和使命感。
2、 20世纪中国艺术批评史“现代性”生成的历程
丁罗男借鉴“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整体观”思想进行20世纪中国戏剧的整体研究。他“在时间维度上把20世纪中国戏剧看作一个相对完整的‘自足体’，力求寻找出它自身的特性和历史规律。”在否定了种种依附于“中国革命史”的话剧史或戏剧史的分期，也包括通常使用的近代、现代、当代的分期后，主张把20世纪中国戏剧史话费三个相对阶段：第一阶段，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头十年的发轫期；第二阶段，从“五四”到“文革”整整延续60年，构成20世纪中国戏剧主体部分的现代戏剧；第三阶段，从20世纪70、80年代开始的新时期，构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当代戏剧。

这个与通常戏剧史分期不太一样的分法是比较大胆也有新意的。但中间第二个阶段时间长度过长，显得不太均衡。另外，过于突出了“五四”新文学运动。而正如一些学者的研究指出的，“五四”新文学运动并非突如其来，文学的变革，从晚清就开始了。没有前面文学改良等的铺垫，就不可能有“五四”的“文学革命”。另外，五四新文学运动也不是在在五四之后就结束了。其影响极为深巨，五四精神源远流长，而“五四”“文学革命”的文学艺术成果则也不是在“五四”前后就体现出来，那时做的主要是“推翻”、“打到”和呼吁建设的工作。应该是到20世纪的30年代中后期开始才真正诞生了五四文学艺术的重要成果——如话剧的《雷雨》、《日出》、《上海屋檐下》等，电影中的《渔光曲》、《桃李劫》、《马路天使》、《夜半歌声》、《十字街头》等，美术上的徐悲鸿、刘海粟、林风眠等大家也是在“五四”后的二、三十年或四十年代达到他们的创作巅峰状态的。
另外，20世纪艺术史的分期虽然要摆脱对政治史、革命史的依附，但对于某些的确影响到艺术进程的重大历史事件还是不能视而不见——比如30年代中后期开始的“救亡压倒启蒙”的民族危机，比如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渐趋主流化。不仅如此，吕澎在叙述20世纪中国美术史的时候甚至认为，“从艺术实践的结果来看，国统区和解放区所谓‘民族化’、‘大众化’以及‘民间化’的艺术趋势，除了服务于抗日战争的目的外，同样也是新文化运动的一个合理的结果。”

鉴于上述考虑，这部20世纪艺术批评史在前人的基础上，把20世纪艺术批评史划分为前后相续的三个阶段：
“转型与建设期”；

“转折与集中期”；

“开放与多元期”。
第一个阶段是“转型与建设期”，大约是19-20世纪之交到20世纪30年代末。
这一阶段上承清末至民初的从“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文学改良”到“戏剧改良”的改良潮流，在渐渐积蓄力量之后，终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爆发了文学艺术的“革命”大潮。五四一代新知识分子在各个艺术领域大显身手。例如在戏剧领域，五四前后，随着新文化运动的进展，以及“文明新戏”衰微之后戏剧形态的渐趋成熟，戏剧批评界关于戏曲改良的争议也很快就推进到戏剧革命的主题。“戏剧革命”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呼唤的“文学革命”的有机组成部分。在美术领域，展开了一场围绕国画的前途和命运，展开了一场旨在提倡输入西方的写实主义手法以改革中国画的“美术革命”论争。
总之，百花齐放，物竞天择。中国艺术工作者得以在从容的心态下自由选择各种涌入中国的西方文艺思潮，逐个试验，思考、打造，呈现了中西文化交融背景下中国艺术的强大生命力，为二三十年代中国艺术的繁盛奠定了基础。
此间艺术批评有两个较突出的现象。
一是作为二十世纪的伟大的开端，几个重要的，以美学家、文艺理论家的身份出现的批评家，他们在世纪之交的艺术批评思想，在一个中西文化冲突、传统现代冲突的时代集其大成，实施传统的现代转化或西方现代文化的本土化，精深博大，奠定了若干重要的、原型性的艺术批评范式，不少颇具原创性意义，几乎对整个二十世纪的艺术批评都产生了深深的影响。

如王国维的中西美学思想融合的努力，他对悲剧说、壮美、优美、审美无功利说等的引入，意境的新阐发以及在戏曲领域和《红楼梦》研究的卓有成效的批评实践，成功实施了中国艺术批评的现代转型，在一定程度上奠定了20世纪中国艺术中倾向于现代主义，崇尚艺术的纯粹，追求形式美的批评范式，使他成为20世纪最重要的批评大家。梁启超以政治革新家的身份关注文学、艺术和学术，提倡呼吁“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文界革命”和戏剧革新，以期通过艺术（尤其是写实性的艺术）而达到“新民”、“改良群治”即改造国民性，唤醒大众的目的，实现其社会价值和教化功能。这实际上奠定了20世纪中国艺术中最重要的一种艺术创作方法或批评思想暨现实主义或写实主义。蔡元培则强调艺术的人生功能或美育功能。他的“以美育代宗教”的主张，影响极为深远。这一思想的核心在于认为艺术是通过“形象”，作用于“情感”的，它能陶冶人的性格，从而规范人的行为，所以美育的最终旨归虽也在于社会，但更具体落实于社会中的个体人。这一艺术思想与西方“为艺术而艺术”的唯美主义、现代主义有相似（如在对美、情感、形式、人格主体的重视方面）但又根本上不同（在目的、功能方面），在今天更显其重要。
此外还有如陈独秀、鲁迅、胡适、宗白华、朱光潜等人的艺术思想和艺术批评实践，有的趋向于批判传统的文化激进主义，有的强化艺术的社会政治功能，有的趋向对传统的皈依和现代性转化，或中西文化艺术的融合与互证，有的表现出西化的自由主义精神------此种种，凡都是20世纪中国艺术批评史的重要成果，都几乎纵贯整个20世纪，不少至今仍有其厚重的回响。
二是此间艺术批评聚焦讨论的一些问题，几乎纵贯整个二十世纪。如包括国画、国剧的传统艺术的命运和改良或革新的讨论，艺术的社会功能观（电影的“载道”和“娱乐”之争）、现实主义创作手法或原则、艺术为社会还是艺术为艺术，艺术为大众还是为自我等的争论，几乎在整个20世纪，隔若干年就会拿出来重新讨论，有时未免原地打转甚至偶尔倒退，但总的来说，历史不可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每一次论证讨论都是切合于那个时势语境的必然而然，都是一次对真理的“地平线”的渐近，都是一次历史的进步。
第二个阶段是“转折与集中期”，大约是从30年代末抗战爆发到70年代中后期文革结束的这一漫长而特殊的时期。
自“九一八”和“七七”卢沟桥事件以来，中华民族的命运进入到最危急的时刻。民族矛盾在这一时期上升到社会最主要矛盾的层面，“救亡图存”成为被迫发出的“最后的吼声”，成为最强劲的时代主旋律。因而“救亡”主题和民族意识成为这一时段的关键词。日益加剧的民族存亡危机使得艺术向写实、现实主义、大众化等大幅靠拢。相应表现于艺术批评上，呼吁艺术关注现实，表达现实，发挥艺术之宣传、鼓动、呼吁抗日救亡功能的批评占据了主导性地位。继而，由马克思主义指导的左翼批评占据了中心地位，并成功地将散乱的批评流派整合为符合新民主主义国家需要的现实主义人民性批评。在抗战后期，随着中国共产党地位的逐渐稳固，毛泽东在延安解放区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进一步延续和强化了这一批评趋向，并在文艺为大众，为政治服务，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和民族化的文艺方向等方面奠定了此后一直到二十世纪70年代末文艺创作和文艺批评主流。
初创期的众多艺术观念自然而然地实施了大调整。为艺术而艺术、唯美主义、现代主义、美育等艺术观念退居幕后。现实主义、写实主义、为人生、为民众、民族形式与民族风格等艺术观逐渐占据主流。历经从“左联”到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到新中国成立后的种种论争，马克思主义思想指导下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占据了主导的、主流性的地位，这些艺术观念一以贯之并逐渐强化，其他观念则萎缩乃至渐趋消亡。但同时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也越走越窄，终于在“文革”前后走到了荒芜。 
第三个阶段是“开放与多元期”，大约是从70年代末到又一个新的世纪之交。
这个阶段开始于对文革时期达到顶峰的极为狭窄的艺术创作和艺术思想进行反思、清理，通过对人性、人道主义、形式、形式美、自我意识等概念的重新厘定而渐渐回归就被遮蔽遗忘的艺术本体。这个阶段的艺术，承接“五四”新文化传统，打造了80年代的文化辉煌和艺术繁盛。
此阶段一个重要特征是国门再一次打开，西方现代文论理论及批评理论，如结构主义、符号学、叙事学、精神分析学、女权主义、意识形态、殖民主义理论等大量传入中国，中国艺术批评家迫不及待地将其作为理论利器实践于中国艺术的文本解读与批评中。可以说，20世纪80年代是中国新时期思想最为开放与活跃的年代，也是中国艺术批评实践与理论建设的黄金时期。其活跃、繁盛的景况。20世纪历史上只有“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可以相比。
但进入90年代，中国社会发生急剧的转型。随着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市民阶层重新崛起，大众文化持续繁荣，艺术、文化、知识分子的中心地位都受到了猛烈冲击。另一方面，艺术界似乎又猝不及防，一些逾越常规的艺术新现象、新问题又不断涌现，呼唤新的阐释和理解。正如吕澎曾经在《20世纪中国艺术史》中描述的新现象：“在艺术领域，以如此态度利用‘后现代主义’概念的不仅有加上绘画，还有装置和行为艺术、观念艺术。与此相呼应，消费主义观念及其连带出来的大众文化趣味成为‘后现代主义’作品存在的最高依据，哪怕是一些‘地下’展示活动中，寻求政治对立的行为最终也摆脱不了寻求作品‘卖点’的冲动。”

在这种情况下，后现代理论成为了中国艺术批评的主要理论武器，如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后结构主义、性别研究、大众文化批评、新历史主义理论、接受美学等被中国批评学者们进行综合化与本土化后使用。
此一阶段的艺术批评还呈现出对批评方法的自省意自觉识和学科的自觉建构。如电影批评界有关“电影美学”的理论思考与学科建构的探讨与争鸣，批评方法自觉意识的强化，美术批评界的批评方法自觉意识的强化，对美术批评的学科建设等问题的思考，等等。不夸张地说，这个阶段代表了一个批评自觉时代的到来。
实际上，20世纪仍在发展，远未终结。它的许多仍未完全达成共识的争议、思想、理论，它的丰厚蕴藉、启人深思的精神遗产已经进入了下一个世纪——我们正处身于其中的21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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